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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元四川与丝绸之路

陈世松
*1

【摘 要】:长江上游的四川正好位于连接欧亚大陆的北方丝绸之路，与经成都平原通向中南半岛出海的西南丝绸

之路的交汇处。在蒙元时期，成都作为沟通东西两大战场的桥梁，连接内陆海表的户枢，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有

重要的地位。穿行蜀道上的人们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遗物，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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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元时期
①2
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。自“安史之乱”以来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局面，在这一时期发生

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阻碍交通发展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，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，中西交往不绝如缕，海外交往范围大大超过宋

代，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顶峰。长江上游的四川正好位于连接欧亚大陆的北方丝绸之路，与经成都平原通向中

南半岛出海的西南丝绸之路
②3
的交汇处。蒙元时期四川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，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本文

通过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探讨，旨在揭示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来之不易，其背后有多种历史因素在起作用。成都作

为沟通东西两大战场的桥梁，连接内陆海表的户枢，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探讨四川在古代丝绸之路开拓中的

地位与作用，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，以便在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中作出更大的贡献。不当之处，敬请

批评指正。

一、沟通东西战场的桥梁

在蒙古帝国前四汗时期，蒙古人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：在西方战场，通过三次西征，征服了中亚、西亚数十国，并将脚步

迈进欧洲；在东方战场，灭亡了西夏、金朝，并将兵锋直指南宋四川。随着一个个分立割据政权被剪除，横亘在蒙古铁骑面前

的，就是丝绸之路东向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障碍——四川盆地。

四川位居长江上游，是南宋临安王朝的西部屏障，与西夏和金朝疆土相邻，正好处在西征蒙古军回师东进的结合部。当蒙

古铁骑所向披靡，穿越绿洲丝绸之路，从上流突破黄河天险，沿甘、青高原顺势而下，即已逼近蜀边。1227 年，蒙古军破西夏，

即“逾积石”而“践蜀境”
。[1]

1234 年，蒙古灭金，镇守蜀边的宋军即与蒙古军在秦、陇一带疆场相望。1236 年，蒙古军采用长

途奔袭、旋取旋去战略，首次突破剑门天险，一举攻破成都，随后即退至蜀边建立永久性的驻军基地，以扼“陇、蜀之冲”。
[2]

蒙哥汗时期（1251—1259 年），蒙古军决心锐意图宋，窥取四川，进而在陕南的汉中、沔州和四川利州（今四川广元）筑

城、屯田。1257 年秋，蒙古军乘川西空虚之际，一举占领成都。成都原本是西蜀重地，在经济上，“繁盛与京师同”；
[3]
在政

1作者简介:陈世松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四川成都 610071。

2①本文所称蒙元时期，包括两个历史阶段：（1）蒙古帝国前四汗（即：太祖成吉思汗、太宗窝阔台汗、定宗贵由汗、宪宗蒙哥

汗）阶段（1206—1259 年）；（2）元朝统治阶段（1260—1368 年）。

3②“丝绸之路”是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俗称。按其走向可分为：草原丝绸之路、北方丝绸之路（又称绿

洲丝绸之路）、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。南方丝绸之路又可细分为西南丝绸之路与岭南丝绸之路。本文主要叙述西南丝

绸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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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上，又是四川制置司的所在地，“治六十州讼狱”，不失为“西南大都会”。
[4]
南宋朝廷鉴于川西无险可守，早于 1242 年将

四川政治、军事中心东移至重庆，这样弃置已久的成都城终成蒙古军的囊中之物。

蒙古帝国占领并经略成都，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。此前蒙古帝国虽然占领了中国北部数十座城市，但无论从战

前所拥有的人口数量、经济实力和物产富饶程度看，都无有能超过成都者。当时，蒙哥已经认识到“先定成都，以为根本。”
[5]

以成都作为立足的根基，蒙古帝国既可在东方战场上“立成都以图全蜀”
[6]
，进而可以顺流而下，实现灭宋的战略目标；又可在

西方战场上，依托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，进而与亚欧大陆相连接。

蒙古占领成都后，迅即派军戍守，建城设署，意在建立长久性的财富供给基地。据元谋士姚燧在一篇文章中记述，在蒙古

经略 18 年后，成都经济得以全面恢复，蒙古军所需物资完全仰仗成都提供：“其舟楫、兵仗、粮储，资取成都者十八”。举凡

“屯田、征商与盐、茗、木、竹、山泽之産，民已输而算未入官者，皆搜剔之⋯ .一岁而羡衍弥倍，以继餽漕自余。学校、农桑、

津梁、陂渠、府寺、馆传，先政废弛者，莫不兴张。”
[7]

来自草原的蒙古帝国，最重征伐，每有征战，一般事前都会组织人力及时开通行进的道路，如在征战两淮之前，即曾开筑

粮道、甬路
①4
，在远征大理之时，亦曾修筑道路。

②5
文中提到的“馆传”兴张，即指蒙古军在占领成都之后，为恢复蜀中废弛的

道路，而对周边交通设施所作的修缮。

在恢复道路中，有一条与蒙古用兵形势联系最为紧密通道，就是纵贯岷山山脉而与甘、青直接相连的西山道。这是一条循

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。这条道路又称“岷山古道”，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通，是汉唐时期成都将丝绸输往北方丝绸之路上的“河

南道”。在唐代，这条道路的走向是：由成都西行，至彭州导江县灌口镇（今都江堰市）上路，进抵汶川县，穿过草地，即可

直达陇右。唐宋时期为“西山干道”，系川茶输入藏区的主要干道。自宋代以来，因道路沿线地区为分立割据政权所阻隔，西

山道基本中断。蒙古兴起后，最先征服了西夏、高昌、哈剌汗朝、西辽，继又将甘、青、陕、藏地区和成连成一片，这样阻碍

这条商贸古道开通的壁垒被彻底扫除干净了。

凭借这条道路的开通，蒙古帝国相继在今甘、青、陕、藏等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个的军事基地，使得蜀边阶、沔，陕西凤

翔、秦陇平凉、陇右巩昌、礼店文州、六盘山等地皆成屯兵重地。这样，从成都征集的钱粮物资，就可以经西山道穿越草原，

输送至陕、甘地区，进而与绿洲丝绸之路相连接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在成都被占领十年后，蒙古帝国即将“成都茶”运送到京

兆、巩昌，在那里设立专卖机构公开发卖。
[8]
京兆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封地，而巩昌则是蒙古帝国设在陇右的重要军事

基地。在这两个地方设立成都茶的专卖机构，证明此时产自成都的物资早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。

在蜀中物资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同时，来自草原的蒙古大军，以及从中亚、西亚征集来兵源，也通过这条交通路

线进至四川。由于蒙古在大举进攻四川之前，已先征服了中国北方，以及中亚、西亚和欧洲的一些地方。在这些被征服的地方

中，有许多人早已是信奉伊斯兰教。及至被征服之后，他们被掠至中原者甚多，大多从军被统一编入蒙古军内，组成新的“探

马赤军”。这批探马赤军通过西山道进入巴蜀后，大多集聚在成都周围，使得成都一时间成为了探马赤军团屯戍的重要基地。

如留守成都的大将密立火者，率领的就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世家军队。
[9]
另外还有也速答儿、答失八都鲁、按竺迩、帖木

儿（国安）、药剌罕、也罕的斤、纽林的斤、丑汉等探马赤军将领，也都有过在成都或在四川屯驻的经历。
[10]

成都作为连接东西战场桥梁的重要地位，在随后发生的蒙古汗位继承危机中得到了证实。1259 年夏，当蒙古大举图宋的战

4 ① 据《元史》卷 3《宪宗纪》、卷 147《张柔传》记载，在大举攻宋前，蒙哥汗曾令两淮战场的守将张柔修筑了粮道，开筑

了甬路，筑堤 120 里，修桥 15 座，置堡 2个。

5 ② 据宋广西经略使李曾伯奏：“敌修路至都泥江（在自杞以东）”，“及敌人攻打罗殿国，其国已拜降，即在自杞一带修路，

阔一丈有余。”见〔宋〕李曾伯：《可斋杂稿续后稿》卷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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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，有如狂飙一般席卷四川全境之际，最终却以蒙哥汗身陨合州钓鱼城下而宣告结束。蒙哥死后，在蒙古黄金家族内部引发了

一场争夺汗位的内战。留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，与刚从鄂州前线返回北方、且战功卓著的忽必烈，同时宣布自立为汗，双方

的争斗主要围绕西部地区而展开。

这场汗位之争既是一场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角逐，更是一场争夺交通要道控制权的较量。由成都通过西山道进入绿洲丝

绸之路，早已成为维系蒙古西部地区安危和军事力量生存的一条大动脉。谁就掌握了这条交通要道的控制权，谁就掌握了这条

生命线，谁就将最终战胜对手。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，原本握有蒙古大军的主力，他利用地理近便的优势，最先控制了六盘山，

并命主将浑都海派人乘急传到京兆、四川，联络驻守成都和青居的蒙哥部将，企图凭借纠集起来的西部军事集团与忽必烈相抗

衡。然而，最终却败在忽必烈的手下。

忽必烈作为漠南新生蒙古贵族改革派的代表，早已集聚了一批汉人精英人士，加之其封地设在京兆（陕西西安），是绿洲

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更有着控制交通要道命门的优势。当忽必烈一方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，将正在拘收关中钱谷、准备响应阿里

不哥的行尚书省官员刘太平等掩捕，继又密诛守将密里火者于成都，诛杀守将乞台不花于青居，并命驻秦、巩一带的汪良臣率

军进遏六盘山，在完成这些部署后，就彻底切断了西部军事集团在蜀中的联系渠道。接着，忽必烈一方凭借掌控西部交通线上

人、财、物的资源优势，迅速从秦陇、平凉和陕右招募到一批新军，再加上驻守阶、沔的按竺迩探马赤军的归顺，以及八春统

领的“蜀卒践更，及在家余丁”
[11]
的加入，这样就形成了人心向背和人财物上的绝对优势。而反观阿里不哥一方，则因为坚持

守旧，远离汉地，无法从这条运输线上取得蜀中人、财、物的支持，故其所倚重的六盘山蒙古主力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。阿里

不哥在兵财两空、势穷力竭的处境下，不得不 1264 年初向忽必烈投降。

通过以上史事可见，早在 13世纪中期，当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因为战争环境还处在封闭孤立状态之时，成都即利用蒙古帝

国发动西征的契机，较早实现了对外的开通与开放，作为沟通东西方两大战场的桥梁，率先在绿洲丝绸之路上发挥重要的支撑

作用。

二、连接内陆海表的户枢

忽必烈于 1260 年在开平即位后，即不断将政治中心南移。1271 年建国号为大元，定都燕京，后改名为大都（今北京）。1276

年灭亡南宋，统一中国，建立起一个版图超过历代的大元帝国。与前代相比，元朝的国力强盛，曾经将其势力范围伸向海外。

忽必烈践祚之始，广派使臣到海外，持诏往抚绥之。中统元年（1260 年）十二月，忽必烈以孟甲为礼部郎中，充南谕使，到安

南国（今越南北部）宣诏。此后使臣、儒士、医人、诸色工匠与各种方物，往来于途，络绎不绝。中统三年（1262 年）忽必烈

在听说安南国内“有回鹘商贾”后，即诏谕安南国王说，“欲访以西域事，令发遣以来”。其后，忽必烈又专门派遣使臣到安

南，“复下诏征商贾回鹘人”。并敕令中书省，针对安南国主呈送的关于“所征回鹘辈”的“托辞欺狂”，进行严格“审察”。
[12]
忽必烈一再急切关注安南回鹘商人，希望从他们经历中了解安南与西域通商之事，反映了元朝皇帝对于构建环喜马拉雅山南

北侧海陆商圈的重视。

在古代历史上，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的西南丝绸之路，有多条道路可通印度和中南半岛。元朝派往这些国家的使臣，一般都

是以大都为出发地，然后经成都南下，再通过川滇干线进入云南中转。云南之地，西通印缅，南达安南。如果将云南视为通往

印缅和东南亚地区的门户，则成都不失为连接大都与云南的户枢。元朝建立之初，大都至成都的驿路虽已畅行无阻；云南早已

归附蒙元，南下中南半岛也很畅达。由大都派往中南半岛的使臣，唯因川南地区尚在南宋控制之下，致使川滇驿路梗阻，故陆

海交往一时间还难以顺利通行。

中统五年（1264 年），忽必烈再次派遣使臣赴安南，催问征诏回鹘商人事。这批使臣就是因为川滇道梗，在从大都抵达成

都后，不得不绕道西行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有一个名叫张庭珍的副使，原本是蒙古征蜀时的近臣，曾经长期在蜀中任职，这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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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命出使安南的行进路线是：“由吐蕃、大理诸蛮至于安南。”
①6
由于当时建都城（今四川西昌）以北的“黎雅站道”尚未设立，

其所行经的“吐蕃”之地，只是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所属最东面的碉门、鱼通、黎、雅、长河西、宁远宣抚司之境，以及建都

以北的罗罗斯宣慰司北境。穿过此境后，再与云南境内的驿路相连接，故张庭珍一行得以顺利经今丽江、大理、鄯善而达安南。

川滇梗阻影响海陆交通的局面，随宋元战局的转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至于十一年（1274 年），元军改变战略进攻重

点，从长江中游向南宋发起总攻，一举攻下襄阳、樊城。次年，驻守成都的元军，对南宋控制的川南地区展开政治、军事攻势，

在攻占嘉定之后，顺流而下，相继招降了犍为的紫云城、叙州的登高城、富顺的虎头城和长宁军。南宋四川既已平定，川滇交

通阻碍得以扫除，于是，连通成都至云南的南、北两路交通干线得以相继开通。

一条是“北路”，即“出马湖江”的石门道。这条早在汉、唐已开通的道路路线是从戎州僰道县循马湖江而行，然后顺朱

提江西南而下，经开边县至石门关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 年）,元军平定川南地区后，忽必烈即“诏开乌蒙道”，命蒙古将爱鲁率

军平定川滇地区的乌蒙（今云南昭通）、马湖（今四川屏山）地区。据记载：爱鲁“帅师至玉连等州，所过城寨,未附者尽击之，

水陆皆置驿传。”
[13]

证以至元十六（1279 年）年六月，“诏以高州、筠连州腾川县新附户于叙州等处立站置驿”的记载
[14]

，表

明这里的“玉连”当为“筠连”之误。表明元朝平定叙州后，即征调今高县、筠连等地的新附户投入驿路建设，很快就使这条

连接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北麓川滇结合部、直通云南的驿路开通了。

另一条是“南路”，即“出大渡河”的青溪关路，指由成都经西昌入云南的道路。这条路早在汉代就已经开通，入唐后更

成为巴蜀与云南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。但自 8世纪中唐朝发动对南诏的战争遭到惨败之后，大渡河以南地方即被南诏和吐蕃占

据，巂州北部归吐蕃，南部归南诏。在大理段氏政权灭亡后，大渡河南、金沙江北的广大区域长期为分散的政权所控制。直至

至元十年（1273 年），元朝出兵征服建都，设置罗罗斯宣慰司后，这才在建都境内普遍设立了驿站。
②7
至元十九年（1282 年）

四川行省奉旨设立成都经过塔儿八合你（今四川雅安）至鸭池（今云南昆明）的“纳怜小站”，即供急使行走的驿道。在“黎

雅站道”设立后，与建都驿站相接以通鸭赤的道路也就随之开通了。
[15]
在这条驿路建设过程中，“建都女子沙智”做出突出的

贡献，她以“治道立站有功”，被朝廷授予“虎符”以资奖励。
[16]
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 年）云南行省在奏章中说：“中庆（今

云南昆明）经由罗罗斯，通接成都陆站，见立纳怜等二十四站”
[17]

，指的就是这条驿道。表明此时南路已成元大都经成都南下

云南中转出海的主要通道。

除此之外，巴蜀还有一条经贵州前往安南的道路。这条路早在唐朝即已开通，具体路线是：由渝州江津县南下，经由南州

（今綦江县）东南至珍州（今贵州正安县境）、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，然后由贵州南部前往广西，出邕州以达安南。宋元之际，

播州三县递有省废。至元十五年（1278 年）重庆降附后，世守播州的杨邦宪以播州、珍州、南平军三州之地归元朝，成为元朝

土司。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 年），年仅五岁的杨汉英承袭父职，由母亲田氏带着入京觐见元世祖，受到元朝皇帝的赞赏，“赐

名赛因不花”
[18]
，并带回了建设驿道的旨意。元朝在播州境内大力发展对外的交通，开凿了数条道路与邻近各省相通。随着川、

滇、黔、湖广道路的开通，元朝开始在八番地区设置郡县，“东连九溪十八洞，南至交趾，西至云南，咸受节制。”
[19]

这条交

通线路不仅成为邻近诸省之间的重要通道，而且也是连接大都与大罗城（今越南河内），经广西邕州进入安南的主要通道。
③8

由上可见，元朝与中南半岛诸国之间虽然有不断的兵争，但双方使节往还、商贸、文化交流络绎不绝。随着川滇黔干线的

开通，从大都经成都平原通向中南半岛出海的西南丝绸之路，也就畅通顺达了。

6 ① 《元史》卷 167《张庭珍传》。按《元史·外夷二·安南》称，此次出使安南，是“以忽笼海牙代讷剌丁为达鲁花赤，张

庭珍副之。”

7 ② 《经世大典·叙录·招捕》载，至元十五年建都南境定昌路总管谷纳叛，“夺驿马”，证明此前境内驿站已开通。

8 ③据《元史·安南传》记载，元朝在至元二十三年、二十四年两次派兵征讨安南，均行经邕州驿道。另外，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

年），屡使安南有功的张立道，再次奉命出使安南，这一次的行进路线也走的是邕州驿道：“自大都起程，历湖广溪洞，抵安

南界。”（参见《元史》卷 167《张立道传》；〔越南〕黎崱：《安南志略》卷 4《征讨运饷·附张尚书行录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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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

蒙元时期，四川作为沟通东西战场的桥梁、连接内陆和海表的户枢，曾经接待过无数东来西往、南下北上的穿行者。他们

之中，既有蒙古人、色目人、西方人，也有各省人，还有少数民族。他们在蜀道上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，为这一时期多元文化

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见证，同时也为巴蜀地区文明互鉴增添了丰厚的积淀。

（一）阿拉伯文石碑

早在蒙哥汗大举进攻四川时，便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部落组成的军队转战各地，他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。其后，

随着蒙古军在四川各地建立据点，于是便有不少回回人在戍守当地停留和居住。忽必烈即位后，一位出身于回教圣裔的色目人

赛典赤·瞻思丁被任命担任秦蜀行省平章政事，分镇四川时间长达十年（1264～1273 年）之久。随后他移镇云南，其四子任建

昌路总管。以他宗教世家的身份和执政一方的政治地位，对四川尤其是云南、建昌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回回人在当地的迁居产

生了重要的影响。1975 年在西昌市西郊乡三坡“月鲁城”，出土了一通阿拉伯文石碑，内容是赞美伊斯兰教创始人默罕默德容

貌的赞圣文。结合三坡城的军事要塞性质，推断这是当年来自中亚、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军士，在戍守地修建的清真寺的遗迹。
[20]
该文物的发现，为伊斯兰文化在四川的早期传播提供了直接证物。

（二）意大利旅行家自述

蒙古兴起后，随着中西陆海交通打开，有许多西方商人、旅行家来到中国，其中更有从大都出发，过成都经云南中转至中

南半岛者。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·波罗就是一个拥有如此经历的见证者。根据马可·波罗游记的自述，马可·波罗因事曾

经赴缅甸，其行进路线是：由大都出发，经太原、京兆到成都，再经吐蕃之地，进入建都、云南而至缅国；返回时，由云南过

“秃剌蛮”、叙州，再经成都返回大都。马可·波罗从大都到云南走了 6个月，抵达云南的期间在至元十七年（1280 年）之后。
[21]
马可·波罗在叙述成都府的见闻时，历数了这座城市的富饶：“有一大川，经此大城⋯ .水上船舶甚众，未闻未见者，必不信

其有之也。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，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⋯ .城内川上有一大桥⋯ .桥上有房屋不少，商贾工匠列肆执

艺于其中⋯ .桥上尚有大汗征税之所，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。”
[22]
其所述及的成都工商业繁盛、水上运输繁忙、商税收入甚丰

的情况，与前引姚燧关于同一时间成都“一岁而羡衍弥倍”的记述，是完全相吻合的。该见闻还描述成都城以盛产丝绸而著称：

“彼等恃工业为活，盖其纺织美丽 cendaux 及其他布匹，且在成都府城纺织也。”
[23]

表明元代成都府的丝绢织品，早已为西方

人士所熟知。

（三）蒙古人修都江堰

元顺帝至元元年（1335 年），四川肃政廉访司佥事吉当普为改变都江堰每年蓄水“仅数月，堰辄坏”的状况，决定对都江

堰渠首鱼嘴进行改造。这次改造工程采用大块件石料砌筑，砌缝用桐油石灰拌和捶绒了的麻丝进行胶结。料石与料石之间，又

凿孔灌入铁汁锚固，构成整体式的堤坝结构。在鱼嘴前端水流冲激之处，树立几根铁柱以抗江水冲刷，并铸一个重 16000 斤的

大铁龟置于其上，以固鱼嘴，以镇江流。至今这个大铁龟依然保存，是这次都江堰修建工程的历史证物。此次工程历时五个月，

动用石工和金工 700 人，木工 250 人，役徒 3900 人，蒙古军 2000 人。
[24]
在这次大修都江堰工程中充当主力的蒙古军，正是元

初奉命在崇州屯田戍守的军队，其中有许多人就是探马赤军。由于探马赤军的前身，有不少人就是由从中亚、西亚的平民、工

匠征调来的，加之他们一直镇守西山道出入口处，与都江堰近在咫尺，因此就近抽调蒙古军参加都江堰大修工程，实属近便实

惠之举。蒙古军与当地汉人共同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，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。

（四）驿传符节信物

有元一代，中外交通特别发达，正如《元史·地理志》所说：“元有天下，薄海内外，人迹所及，皆置驿传，使驿往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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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行国中。”
[25]

元朝的驿传制度规定，使臣凭符节信物，由经过的驿站提供车马、往来饮食。符节有圆牌、有圣旨、有札子；

圆牌有金牌、银牌、海青牌。牌符既是昭示驿站的信物，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。原藏于壤塘县措尔机寺，现藏于西南师范大学

历史系博物馆的元代八思巴蒙文新字铜符牌和银字差使圆牌
[26]
，就是蒙古皇帝或元朝廷直接派遣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臣时所颁发

的符节信物。四川作为大都连接西南地区的枢纽，使臣往来频繁，朝廷、有司颁发的牌符不够用，所以四川分省曾请求颁给圆

牌“以备驿传”。
[27]

壤塘县所保存的这两种牌符，为元代站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实证。在新西兰杰出社会活动家路易·爱

黎先生捐赠给甘肃省山丹县的文物中，有元罗罗斯宣慰使火儿灰铜牌一件。该铜牌正面铸有文字三行：“中奉大夫罗罗斯宣慰

使火儿灰、奉议大夫罗罗斯宣慰同知布颜、承直郎罗罗斯宣慰司经历元祯”。
[28]
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在至元十二年（1275 年）三

月，元朝枢密院曾“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⋯ .付以玺书”。
[29]
此处的火儿灰，由于译音不同，疑与火你赤为同一人。此

铜牌当系火你赤奉命征讨长河西（大渡河西）时，朝廷所颁之“玺书”，是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赐封土官信物，同时也是该使

臣往来驿传的重要物证。此外，见于文献记载，还有不少四川少数民族首领都受到过元朝金银虎符的赏赐
①9
，这些符节同样也是

往来驿站的凭证。

（五）栈道碑刻题记

元代四川地方官注意交通线的维护与建设，以保证畅通。在川陕干线广元路境内，也保留纪念性的元代官员的题记：“同

知韦□重修栈道记元世祖至元□□嘉平。”
[30]

元朝在四川设置“站赤”制度较早。至元元年（1264 年），即有在剑门“人头山

添设驿站”的记录。
[31]
至元四年（1267 年）秋天，朝廷又调遣巩昌、凤翔、京兆处未占籍户一千，“修治四川山路、桥梁、栈

道。”
[32]
由此推测，此栈道题记殆即当年征调陕、甘民夫入川，对原有站赤驿路上的栈道重新进行维修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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